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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年代学”或“断代史”文学研究中，存在二元对立的思想倾向，从现代性、整体性的角度考察 80 年

代文学与 90 年代文学的关系，更能发现两者在叙事上的“历史连续性”，其内在连续性大于表面的“断裂”和差

异性。通过“缝合”历史的断裂带、对接 80、90 年代文学通道，梳理中国现代性历史经验的文学表达方式，发

掘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来把握当代中国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认同，并在连续性的时空中摸索其审美逻辑和内在规

律。“现代派”小说表征了 80 年代中国的现代化想象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表达了“个人”对“现代”的敏感体

验，90 年代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的纷争其实在 80 年代就已经开始。 

关键词：历史连续性；现代性；文学现代性；年代文学；现代性叙事 

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7)03−0149−06 
                                                           
 

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走向纵深，

有了新的拓展，海外学子提出了“重返八十年代”的

口号，深化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学研究，学术界对

90 年代文学的研究也取得新的进展。但是，目前学界

偏重从“年代学”或“断代史”的角度展开当代文学

研究，强调不同时间段之间的差异性、断裂性，并且

某一年代上的断裂常常以否定以前的文学为代价来突

出自身的合法性。这种以“断裂”为特征的时间观和

历史观是需要反思的。具体到“80 年代”和“90 年代”，

这种以二元对立思维来切割文学的做法就更加明显。

如：一种流行的说法是，80 年代是精神高扬的年代，

是“文化人时代”；90 年代是物质至上的年代，是“经

济人时代”。这样对两个年代“断裂性”的思维判断自

然影响了当代文学研究者对 80、90 年代文学之间的判

断，研究者往往强调、突出、论证二者之间的差异、

断裂的一面，如：80 年代文学是理想主义、人道主义

的；90 年代文学是私人写作、欲望叙事等。而对二者

之间“延续”的一面却视而不见或有意忽略。 
与以上不同，我们希望以整体性的眼光重新审视

80、90 年代的文学，认为它们之间内在的连续性大于

表面的“断裂”和差异性，并通过重新“缝合”历史

的断裂带，重新对接 80、90 年代文学通道，在更宏观

的层面上寻找中国现代性历史经验的文学表达方式， 

从文学角度发掘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来把握当代中国

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认同，寻求一种将这种自我理解和

自我认同在连续性的时空中展开的自我逻辑和内在 
规律。 
 

一、文学的“现代”：一个中国文学 
无法回避的超级词汇 

 

对于中国文学来说，“现代”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无

法回避、涵盖性极广的超级词汇，这不仅由于“现代”

本身的复杂性，更是源于中国社会对文学的期望和要

求。“现代”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其时间指向的范畴，

成为承载社会转型、文化变迁和审美转向的指向标，

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于“现代”的理解，每个人都有对

于“现代”文学的认识，因为每个人都有对于现在的

认识和未来的想象。 
“现代”的英文词 modern 源自法文 moderne、后

期拉丁文 modenus，早期意为此时此刻，文艺复兴之

前已经确立现代与古代的区别，19 世纪之前大部分有

负面的意涵，直到 19 世纪，尤其是 20 世纪趋于正面

——改善的、有效率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在 18
世纪最开始被用于描述建筑物和拼词法，常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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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相关，用来表示令人满意或喜欢的事物。由现代

延伸出来的词语，比如现代主义(modernism)、现代主

义者(modernist)在意义上由广义变为狭义，专指特定

的潮流、趋势。从人类文明历史来说，“现代”特指西

方世界在近代以来形成的价值系统，这一系统包括了

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个方面。政治上，“现代”

主要是民主政治体制，也就是“五四”时期就风行一

时的“德先生”；经济上，“现代”主要是指经济上的

工业化，晚清“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就引进

了西方的军事工业，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工业历程；社

会上，“现代”主要是指城市生活方式和自由民主思想

的普及；文化上，“现代”主要是指人的价值和人性的

张扬。 
在 20 世纪中国，“现代”是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

学科或知识的母题，一切非现代的事物都受到质疑或

否定，新文学从一开始就怀着对“现代”的憧憬和期

望，“现代”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价值、理想和未来，

“现代化为中国当有的出路”[1]。以“五四”新文化

运动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在寻求中国未来之路的时

候，很自然地将“现代”的民主与科学作为西方富强

的主要原因，而将没有“现代”特征的传统文化视为

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作为一场全球化的社会变革，

“现代化”是贯穿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主题，

虽然这一时代主题的外来作用力大于其内在动力，而

且这种外在动力首先引起思想、文化和政治变革，然

后再推动经济、社会变革，文学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从“现代”在中国产生和使用的语境来看，让当

时的人们单从学术立场进行讨论几无可能，“复古”或

“西化”的论争已经超出了中国传统或西方现代的范

畴，“现代”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更是超出了文学的范

围。不仅如此，“现代化”在中国的演进已经超出了社

会理论的范畴，以及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客观实证原则。

从西方语境来看，“现代”仅是西方现代社会理论之一，

而且经过韦伯、帕森斯等思想家的反思和批判，已经

认识到“现代”是西方中心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现代”关注点已经转移到“什么样”的“现代”。

对于中国来说，经过保守、激进、中立等不同立场的

角逐，“现代”已经演化为更为综合的概念——“用来

概括人类近期发展进程中社会急剧转变的总的动态的

新名词”[2]，而且将“现代”具体到人的现代化和社

会的现代化，其中自然也包括了文学的现代化。 
李泽厚以“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来概括近代

以来中国社会运动的基本趋向，其核心指向是中国现

代化之路——“革命”，一个在复杂性上足以与“现代

化”相媲美的词汇。在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上，“革命”

与“反革命”的斗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中国社

会的主流，一直到 1954 年第一次明确提出“四个现代

化”，才将社会重心转移到“建设”。即使如此，由于

国内外复杂的形势，反特斗争、抗美援朝等现实威胁

的存在让“革命”从未真正远离，反而在特定时期(比
如“文革”期间)被一再放大。 

因此，文学的“现代”是考察中国现代变革的窗

口，从中可以发现中国社会、人心的变迁，更能看出

中国文学通向现代之路的艰难历程。 
 

二、文学的幻象：“改革”的意识形态 
与现代化的想象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国家和个人有着一致的现代

化追求，改革文学就是充满现代化想象的叙事，这种

叙事与20世纪90年代的现代性纷争有着紧密的联系，

现代性纷争围绕“现代”展开——什么样的“现代”？

如何才是真正的“现代”？如果脱离 80 年代的社会实

践、文化意识和文学想象，这些问题将难以回答。 
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

得以重新启动，而且包含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

等多个层面的现代化，文学的现代化提上日程——文

学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对国家而言，

尽快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及其造成的混乱局面、

快速恢复正常的国家秩序成为当务之急，掌握科学技

术的知识分子成为全社会最受尊敬的人。包括作家在

内的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虽然不如自然科学那样受人

瞩目，但显然也深受鼓舞，自觉地加入到为四个现代

化服务的大潮中。对个人而言，融入重启的现代化浪

潮，不仅是为了现实境遇的需要，而且也是压抑许久

的精神释放和文化理想的重新张扬。 
从现代化的视角，国家和个人达成了高度的一致，

在文学上表现为现代化想象，改革文学就是其中最明

显的代表。改革小说的重要作品《乔厂长上任记》发

表后引发的争论焦点是如何看待四个现代化与“揭批

查”运动的关系问题[3]，批判者注重以“继续革命”

的立场讨伐“四人帮”、林彪等的罪行，肯定者着重以

“现代化”的眼光赞扬“乔厂长”的改革，最终改革

的现代化诉求获得了胜利。“改革”的意识形态作为改

革小说的内在机制，成为评价历史、人物和文学的标

准，因为“改革”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和必

然要求。其中，对于“时间和数字”的推崇显示了改

革小说对现代化思维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和文学表现

不久前在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中还被视为“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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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论”而遭到批判，尽管这种表现在后者还只是

处于从属地位。这种改变其实还是文学对于政治时局

的积极回应，“建设的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

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4]。当然，改革文

学对于政治的回应，并非被动地、违心地跟从，而是

主动地、热情地去回应新时代的到来，因为改革不仅

是政治的需要，也是包括作家内在的广大人民的心声。

如果说蒋子龙在《机电局长的一天》中对于生产力是

一种现实主义的表现，那么在《乔厂长上任记》中对

生产力则更像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描绘，但效果却截然

不同——“机电局长”因冲淡了革命叙事而备受责难，

而“乔厂长”因担当了改革者、推动现代化的角色而

被神化。 
从现代化的视角看，现代人对物质和经济的追求

是正当、合理的，改革文学试图改变人们原来传统落

后的经济观念，将经济冲动作为文学叙事的核心内容。

经济头脑、经营管理能力、科学技术水平等成为改革

人物的标签，政治不再是衡量和评价一个人的第一标

准，搞活经济成为共同的特征。典型人物的塑造也是

如此，改革中的领导者必须有经济领导才能，他们的

所作所为都是围绕经济行为展开的，对人的价值的重

新认定也是从经济层面来实现，个人的经济诉求得到

尊重和鼓励。作家们在面对现代化的时候，普遍持积

极和欢迎的态度，其实具有理想主义和想象的成分，

“面向现代化，首先是我们的文学作品要努力反映实

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进程”[5]。理想化、想象化的改

革文学对于生活的“现实主义”反映其实仍然带有革

命浪漫主义色彩，尽管改革文学一直被视为现实主义

文学。虽然有人质疑改革文学对于政治的直接响应，

认为文学又一次充当了政治的工具和宣传的渠道，但

是如果政治(改革)本身就具有合法性，那么这种工具

或宣传也是极有价值的。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作家

的担当意识和参与意识在整个社会上都属于先觉者和

先行者，对于作家的创作激情和介入现实的勇气，无

论如何都要加以肯定。 
改革文学对于现代化的想象来自对于“现代”的

焦虑，这种文学焦虑本身就具有一种现代性特质。长

期以来，文学焦虑来自因物质的匮乏而引发的身体焦

虑。很难想象，在物质匮乏的世界，如何要求作家能

够超越“现实”而无视关乎生存与发展的经济问题。

赤贫不再是光荣的象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也被证

明是无法实现的幻象，作家的焦虑其实代表了广大民

众对于生活和未来的普遍担忧。文学焦虑和现实的需

要让改革文学在细节上不那么真实，例如《新星》写

李向南在贫困县推广水陆养殖和生态旅游，即使放在

21 世纪的今天仍然不过时，显然对改革的环境、成本

等现实因素没有细加考究，图解政治政策的意图大于

文学审美的真实表现。 
总之，中国的现代化早已开启，重启“现代化”

也并非恢复到中断之前的“现代化”，而是重新提出对

“现代化”的理解和阐释。从改革小说来看，现代化

已经成为一个类似框架性的原则或共识，“现代化”已

经由西化转变为“中国化”——空间的转换带来时间

的分野。就“现代化”的逻辑而言，在完成现代化之

前，“改革”应该没有休止符，而“改革文学”却没有

因改革的继续而继续风行。我们不能简单地判定“改

革”对于改革文学的决定性作用，或者很难说改革文

学对于现实中的“改革”具有多大的推动作用。但起

码可以推断，“改革”或“改革文学”中的一方，出现

了某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就如《乔厂长上任记》中对

于“数字和时间”的崇拜，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经济理

性和政治正确性压倒一切，没有更进一步深入到文化

层面，这是改革小说无以为继的深层原因。 
 

三、现代化叙事的流变：从改革文学 
到“现代派”小说 

 
如前所述，改革文学的现代化叙事充满了理想主

义色彩，对于改革的外在表现(数字和时间等)大于社

会表层之下的暗流涌动，文学形象对于改革者的神化

超过对于人物内心的挖掘。 
其实，在改革大潮中，变动最大、影响最深的并

非数字和时间等客观的经济指标，而是改革在人心中

掀起的巨大波澜，是深入骨髓的人性纠结和精神裂变。

现代化叙事围绕经济层面的结果，就是改革文学在审

美上仍然延续“十七年文学”甚至“文革文学”的叙

事模式，在人物塑造上要么因袭传统清官形象，要么

带有“高大全”的无产阶级英雄的痕迹，造成人们对

于改革文学“空心化”“刻板化”的负面印象。对此，

人们希望能够看到改革之后的人们内心深处的变动，

尤其是人性和精神的深刻一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王蒙的一组“意识流”小说其实就是“改革文学”(现
代化)的变体，王蒙等作家正是看到了改革文学的弱

点，才试图采取截然不同的叙事方式来填充和弥补这

一现代化叙事的空白和缺陷。 
在现代化叙事的探索上，王蒙的《春之声》等小

说对于“四个现代化”的呼应毫不逊色，同时又有意

识流等西方现代文学创作手法，在文学“现代化”的

形式创新上更进了一步。王蒙作为主流作家的代表，

对于党的文艺政策和时代主题的把握超出常人，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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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指出：“要使自己的作

品、自己的言行切实有利于人民、有益于安定团结、

有益于四个现代化”[6]。王蒙在意识形态上向主流靠

拢的同时，又大胆地实践了西方现代派艺术手法，在

某种程度上打破了改革文学的桎梏，内容的保守与形

式的激进相结合，显示出与改革文学不同的叙事策略。

“意识流”是典型的西方现代派艺术手法，王蒙并不

是第一个使用的中国作家，但重启了这一现代艺术，

其价值并非作品本身的艺术水准，而是“以形式解放

撞开了精神解放的大门”[7]。也就是说，王蒙的意识

流小说以现代派艺术的形式创新，带来了思想解放、

审美解放的效果，重新恢复了中断已久的中国文学与

世界文学的现代链接，这才是最有价值的所在。《布礼》

以碎片化的时间流来表现对人生的思考，主人公钟亦

成因诗被打成右派，时间从 1957 年到 1966 年再到

1949 年，再从 1966 年到 1970 年再到 1949 年，从被

批判、殴打到参加革命活动，从被怀疑到入党宣誓，

二十多年的精神历程被交替错落回放，支撑主人公的

信仰、爱情、亲情等在磨难中书写了知识分子的血泪

史和精神史。意识流写法的优点是直白地书写内心和

精神深处，但王蒙笔下的人物还是有明显的理性线索

(比如 20 多处时间明确的标题)，庄严与荒谬的并存与

对立恰恰说明了这一点。相比改革文学，我们从意识

流小说中看到了更多的精神和内心，尽管这种精神是

以分裂和片段的方式展开，内心的揭示也被涂抹了层

层伪装，但是毕竟能够感受到一种旧的价值体系的坍

塌，以及重建新的价值体系的努力。除了对精神世界

的浓墨重彩和深入挖掘，意识流小说对于人、人性和

人物的把握也与改革文学截然相反，人的渺小与卑微

替代了改革文学中英雄人物的伟大与坚强，激情燃烧

的岁月化为虚无缥缈的梦境。 
宗璞的小说《我是谁》关注人的“异化”问题，

在写作风格上更是接近卡夫卡的《变形记》，以现代派

艺术的方式重启了文学的知识分子问题探讨。宗璞在

“文革”结束之后，能够较早地认识到并创作出《我

是谁》《蜗居》等小说，可见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我

是谁》很显然是对自己身份的追问，主人公韦弥一直

困惑并挣扎着寻找自己的身份，外界环境给的身份让

她陷入痛苦和绝望的境地。一方面，在他人看来(甚至

自己也认为)，自己和很多教授、讲师等一样，都是痛

苦不堪、伤痕累累的虫在地上“一本正经地爬着”[8]。

这里的“虫”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意味着阶级出身不

好、思想反动，甚至直接被称为“大毒草”“大毒虫”。

另一方面，自己的内心又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并非“虫”，

而更像是回归祖国母亲怀抱、立志报效国家的“雁”

——在国外学有所成而心系祖国的知识分子，放弃国

外的优厚待遇，投入战火中新生的中国。韦弥和丈夫

孟文起失去了作为学者的职业、权利，以及作为人的

自由和尊严，而被称为“牛鬼蛇神”、作为敌人而对待。

孟文起的上吊和韦弥的投湖，不仅仅是失去了教授的

职业和做人的身份，而且致命的是走向了“人民”的

对立面而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因为他们回国的目的

就是投入祖国人民的怀抱。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追寻

自我的过程，其实是身份认同的过程，韦弥们的反思

并不能确认其作为“人”的主体性，因为他们已经不

自觉地将自己归入“人民”的宏大叙事，即便自杀也

只是逃避身份的无奈选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其身

份问题。可见，宗璞对人的“异化”书写还停留在宏

大叙事层面。造成异化的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外

在的暴力，包括语言暴力和身体暴力，语言暴力带来

的精神折磨甚至要超过身体暴力带来的肉体伤痛。二

是自身的焦虑和缺乏反思意识，既要对外界、他人(包
括“人民”)进行反思，又要对自我进行反思。当然，

我们这里强调的不仅是宗璞的“反思”，而且是对宗璞

“反思”的反思。 
相比王蒙、宗璞等对现代派写作手法的探索，徐

星、刘索拉等对现代艺术的实践已经深入到哲学和理

念的层面，他们以反叛传统的姿态书写城市文化，这

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城市化进程之间存在着内在的、

有效的历史联系。城市本身就是现代化发展的成果，

中国的城市由“城”和“市”构成，分别具有防御功

能和经济功能[9]，中国文学中的城市应该具有不同于

西方的特质，比如中国传统的诗性文化就是底蕴深厚

的文化资源。但是，徐星、刘索拉等作家对于城市文

化的书写显然更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们以

青年亚文化代言人的姿态，侧重于形而上地去表现当

代城市人的生存状态，尤其是那种无以名状的压抑感、

空虚感、孤独感和幻灭感，以及对生存方式和个体命

运的抗争、思索、追问。徐星、刘索拉等对于现代城

市的书写是一种“想像性写作”，“想像这一概念绝不

等同于‘虚假意识’，或毫无根据的幻想，它紧紧表明

了共同体的形成与人们的认同、意愿、意志和想像关

系以及支撑这些认同和想像的物质条件有着密切的关

系”[10]。这里的“物质条件”就是 20 世纪 80 年代之

后的城市改革和迅速发展，关于城市的现代性想像并

没有完全屏蔽文学所处社会的客观性和作家的切身体

验。正好相反，关于城市的形而上想像是作家在城市

生活经验与现代思想建构相融合的产物，因此关于城

市的文本一定是关于城市的经验(包括形象性经验)，
而城市经验转化为文学文本其实也是现代性想像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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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用戏谑的叙述语言和闹

剧式的情节来非线性地展示城市生存状态，给人以陌

生化的感性认识和真实性的精神体验。徐星的《无主

题变奏》以迷茫反讽的基调来展示城市生存的玩世不

恭和真实痛苦，在消解精神丰富性、复杂性的同时，

实现了现代哲思的直觉化、情感化，尽管这种城市人

生显得那么厌烦、冷酷、沉闷和疏离，但是又那么真

实、深刻。这些“现代派”小说从一个特殊角度表征

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现代化想象和社会的现代化

进程，表达了“个人”对“现代”的敏感体验。 
因此，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文学的现代叙事流变，

既是中国社会现实对文学期望和要求的提高，也是文

学从更高的层面反映现实的叙事策略。 
 

四、文学现代性的纷争： 
从现代到后现代 

 
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来看，20 世纪 80 年代文

学到 90 年代文学的转变，其连续性远远大于断裂性。

20 世纪 90 年代关于现代性的纷争其实在 80 年代就已

经开始，或者说是继承和延续了 80 年代关于现代性讨

论的思想成果，但在实质上已经发生了转变。从严格

的意义上，所谓“现代性断裂”“重写现代性”等纷争，

与 80 年代就开始的“重写文学史”“重估现代性”等

相呼应，在方法论上都是西方现代理论的又一次上演。 
有人用“幽灵”比喻现代性的复杂性和神秘性，

仿佛是在指称一种熟悉而陌生的存在。如果说 80 年代

的文学现代性存在更多的共识(共同的现代化目的)，
那么 90 年代的文学现代性趋向更多的分歧(不同的思

维方式)。汪晖对现代性进行了知识考古学的分析[11]，

在梳理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现代性的

研究思路，希望通过提炼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关

键词”来探究中国现代性的形成过程。与汪晖们不同，

倡导后现代的学者提出了“现代性终结”的命题，认

为中国社会、中国文学要走出现代性，其依据是中国

社会结构发生重要转型——市场化、消费化，再加上

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传播，现代性逐步将被后现代

取代。我们不得不追问：“当我们在谈论现代性或后现

代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或者说，我们的

文学中有没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我们如何面对

文学的现代性或后现代？ 
首先，中国文学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确实发生

了重大变化，产生了新的审美因素，现实主义文学复

苏与现代主义创作实验频出，不断翻新的文学潮流和

新的文化立场让文学的现代性变得复杂和多元。尤其

是 1987 年以后很多作家开始在作品中流露出对于既

有意识形态的反讽和对于传统价值信仰的否定，以各

种方式来表现躲避崇高、对抗现实、消解意义，从文

字游戏到游戏人生，喧嚣中弥漫着一种刻意为之的审

美倾向。但是，反叛现代性不等于后现代，文学的表

面新气象不一定带来文学内在的新质。 

其次，对于文学是否现代性或后现代的判断，出

发点和观察角度很重要，从概念出发，还是从文学出

发，也许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如果从文学创作出发， 90
年代的先锋文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不管是形式的模仿，还是精神的因袭，都流

露出或多或少的痕迹。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断定先锋文

学就是后现代文学，更不能以西方后现代主义来衡量

中国先锋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如果从概念出发，用西

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体系来套中国的先锋文学，可能

会失望地发现其中掺杂了现代性的因素，或者会惊喜

地发现先锋文学丰富了后现代的视域。我们需要注意

的是，中国之所以引进和吸收西方后现代文学，肯定

有其内在的审美需求和文学自觉，其中既有现代性诉

求，也有对于后现代主义的好奇，不能简单而论。甚

至可以说，先锋文学在最初时可以看成是现代派，而

后才被视为后现代文学，文学语境的不同可能带来相

左的文学观念。 
再次，要分清楚文学和审美层面的“现代”与“后

现代”，这与中国社会现实层面的“现代”与“后现代”

有所区别，两者既存在联系，又不能等同。根据人类

历史的发展规律，以及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

历史经验，中国远没有达到后工业社会的阶段，甚至

有些地区还处于前现代社会。再者，就算是经济发展

到一定程度，也不意味着在文学、文化和思想上就能

产生与西方同步的后现代主义。同样道理，即使中国

在经济社会层面远未达到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水平，也

不等于中国不能产生后现代主义文学因素。就如魔幻

现实主义产生于经济社会相对落后的拉丁美洲，而中

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也被认为在作品中

体现了类似风格，但判断文学的标准绝不仅限于某种

风格。 
最后，与其辨析现代性与后现代的复杂关系，不

如将其看成具体文学问题的语境和方法，立足中国文

学实际比跟风西方潮流更为重要。20 世纪 90 年代晚

期的“文学终结论”虽然与世纪末的悲观情绪有关，

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凸显了文学边缘化的现实。在后现

代的视域下，对于文学边缘化的认识更为明晰——从

艺术中心走向边缘、从文化中心走向边缘，艺术领域

中影视占据了中心地位，文化领域中以科技、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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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资金等为纽带的文化产业成为中心。现代科技

的迅猛发展改变了社会面貌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依赖

技术进步的综合媒介艺术迅速崛起，文学往昔的优势

和光环不再。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观念都发生了改

变，已经不再遵从审美现代性所指定的规则，尼采美

学所宣示的精神虚无也影响到中国，早在“五四”时

期中国现代性初建时就伴随着尼采批判的声音，“尼采

反对的是西方的现代，鲁迅怀疑的则是正在建构的中

国的现代”[12]。现代性与后现代的纷争扩展了文学研

究的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学观念和审美认识，

其中就包括对于 20 世纪 90 年代文学的判断。从中西

比较(中国文学现代性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内外对比

(文学内外、文化内外)的多维视野，为中国文学打开

了更为立体的审美空间。 
总之，以“现代性”这一叙事视角，通过考察改

革文学到现代派小说等转变过程，我们有充足的理由

来重新“缝合”文学历史的断裂带，重新对接 80、90
年代文学通道。如果不再局限于时间和年代的“细节”

或人为割裂，而是从更宏观的叙事层面上寻找中国现

代性历史经验的文学表达方式，就能够从文学角度发

掘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这样的历史脉络更容易让我

们从内在视角来把握当代中国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认

同。也许，在 80、90 年代文学连续性研究中，更有利

于实现对当代文学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认同，并在连续

性的时空中找到这种自我逻辑和内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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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literature studies on chronology or dynastic history, there exist two opposing ideological trends. So if we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1980s and the 1990s, it will be easier to find out the narrative historical 
continuity of the two, and that their innate continuity is greater than their superficial “rupture” and otherness. By 
seaming historical rupture, and by abutting literature passages from the 1980s to the 1990s from modern and holistic 
perspective, the present essay hackles the literary expression for Chinese modern history and experience, finds a clear 
historical context to grasp the self understanding and self identity of contemporary China, and explores the aesthetic 
logic and internal rules in continuous space-time. Modernist novels represented Chinese imagination and social progress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1980s and expressed individual sensitive experience to the modern, from which actually started 
the dispute about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sm of the 199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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